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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鸿：以“材质艺术”重构中国美术史
新书《艺术与物性》，引入观看艺术的第三视角“物性”

日前，新书《艺术与物性》由上海书画出版社正式
出版，该书是由著名美术史家、艺评家、策展人巫鸿主
持编著的“中国材质艺术”丛书第一辑。丛书以专题分
析方式，针对中国艺术中的各种材质，展示不同材料在
中国美术史中的重要性，探索这些材料所承载的历史、
文化、宗教、政治、性别和思想上的含义。

在本辑《艺术与物性》中，巫鸿与海外学者林伟正、刘
礼红、黄爱伦的五篇文章，从史前时代到当代艺术，涵盖
了中国美术史的全过程。内容上，它们分别聚焦于史前
玉器和特殊陶器、中古时期以不同材质制作的佛像、物质
文化与视觉文化中对玻璃的使用、瓷的材质性和清代皇
家的瓷器制作，以及当代中国艺术中的“材质艺术”潮流。

巫鸿认为，材质不仅是艺术品的物质基础，也是艺
术精神表达的重要媒介。他在“图像”与“物件”的基础
上，提出了第三视角——“物性”。

什么是“物性”？

先说“图像”与“物件”。

欣赏和研究艺术

品的角度有多种。最

常用的角度是“图像”，

“图像”是人类创造的视觉再现。

近年流行的一种角度，是将视点从

“图像”转移到“物件”上，不但研究

其制作、构成、功能，而且追究其流

通、变异、毁坏以及变化中的意义，

也就是“物之生命”。

巫鸿则提出了第三个研究和

理解艺术品的角度——“物性”。

在书的前言，他解释道，“物性”包
含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一是用以
制作艺术品和建筑物的物质材料
（material）；二是材料在意识形态和
审美层次上的“质量”（quality）。“材
质”一词综合了这两个方面，同时
指涉着艺术品的“材”和“质”。

比起“图像”和“物件”，“物性”

和“材质”探究了艺术品的更基本且

广泛的创造意义——包含了物质和

精神两个维度，既引导我们探究艺

术创作对物质材料的使用方式，又

促使我们思考材料所承载的历史、

文化、宗教、政治、性别和思想含义。

由于古今中外的任何艺术品

都具有材质性，这一观念也超越了

时代和地区的限制。

“材质”与“艺术”的关系是什

么？巫鸿解释道：“这些材料中，一

些来源于自然的稀有物质，通过人

为的选择和加工显示出特殊的材

质特性；另一些则是人类的发明创

造，以技术手段把自然物质改造为

具有特殊性格的材质（‘在中国历

史上，这一转化过程发生于新石器

时代’，编者引述注）。两种情况都

显示出把材料转化为材质的过程，

因此都具有艺术创造的内涵。”

比如，如果我们希望理解中国
艺术的产生和早期发展，我们就必
须了解“社会概念和政治原则”如
何通过礼器转化为视觉形式，以及
“材质”在这种转化中起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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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公元前 4000 年到公元前

2000年出现的玉石器和特殊陶器进

行的简要分析入手，巫鸿在题为

《“材质”与中国艺术的起源》的首篇

文章，探讨了材质概念的最初发生，并由此追

溯中国艺术的萌生。

在笔者看来，精心雕琢的玉器和具有特殊

材质的“蛋壳陶”，标志了一种特殊审美的产生，

用来制作它们的物质并不是实用意义上的材

料，而是具有社会、政治和审美意义的特殊材

质，由此开启了中国美术中的一个漫长传统。

书中写道，中国新石器时期开始于公元前

7000年之前，持续了大约五千年之久。在这个

巨大的时间跨度中，人类的创造物逐渐“被看

作高于自然的给予。随之出现的是社会财富

的积累、贫富之间的分化以及特权观念的形

成，均由大量考古材料得到证明。所有这些发

展都导致一些‘特殊物品’的产生，集中体现为

特别设计制作的陶器和玉石雕刻”。

美石为玉，漂亮的石头逐渐被先民们划定为

“玉”。这一由石到玉的演进，已被多年的考古工

作证实：“打制和磨制的石器是旧石器时代以来

漫长时期中的主要生产工具，但以美丽坚硬的玉

料制作的器物只集中出现在新石器晚期。”

与石器相比，史前玉器的主要目的，并不

在于促进生产，而在于“藏礼”，以其特殊的材

质和视觉效应体现社会与宗教性能。

巫鸿引用了这类作品的早期代表——出

现于大汶口文化中的玉斧。“由于玉石的超高

硬度，其切割和造型不能依靠制造石器的方

法，而需要以解玉砂为介质费工费力地琢制研

磨。即使如大汶口玉斧这样一件造型简单的

制品，也要经过选料、粗胚、成型、打磨、钻孔、

抛光等工序，至少需要数月才能完成。”

我们因此必须发问，是什么原因使大汶口

人制造了这种外形上类似石器、但却需要花费

百倍人力的玉斧？

巫鸿认为：“它看似普通物件，但材料却不
寻常。对于深谙雕琢玉石之难的当时人而言，
这意味着在这个小小物件里凝聚着惊人的劳
力和技术知识，它也由此象征着其所有者控制
与浪费大量人力和技术资源的能力。通过它
的简洁形状和珍贵材质，玉斧由此成为‘权力’
的实物象征。”

一旦“材质艺术”脱离了实用性器物，它也

就摆脱了实用性器物的规律，而跟随自己的逻

辑发展。大汶口文化只是制作玉器的诸多史

前文化中的一个。根据考古学家的观察，在公

元前 4000 年至公元前 3000 年之间，中国大陆

东部地区形成了北（红山系）、中（大汶口、龙山

系）、南（良渚系）三大玉器文化系统。“每个地

区里的玉器都有不同特点，但都属于‘材质艺

术’的基本范畴。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玉

雕代表了大汶口玉器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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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伟正在其《万佛：中国中古佛

像材质的思考》一文中，提出自佛教

美术产生伊始，用以制作佛像的材

料就已经多种多样，并随着时间增

多，形成不同的造像门类。每种材料都有特定

的物质属性、相应的工艺和制作方式，决定了

佛像的呈现方式及其相应的使用模式。不同

材料的选择既在于地区的自然条件以及材料

的经济和文化价值，但同时也成为显示佛像神

圣性的视觉表现方式，因此获得了艺术中的

“材质”意义。他认为只有将这种意义置入造

像的宗教体系中去探究其概念和功能，才有可

能更完整地窥探中国中古佛像的宗教和艺术

价值。

刘礼红的《玻璃之灵晕：兼论容器的物质

氛围》，追溯了玻璃这种人造物质在世界各地

和不同时期中的使用，探讨了它的“质”与“名”

的关联和混淆、玻璃在“天然”与“人工”之间的

模糊存在，以及它在中国物质文化和视觉文化

中的多重意义，包括在一波一波的文化交流中

的作用和意义。“灵晕”的概念进而引导她发掘

玻璃的现代性：这种材质在现代社会中的广泛

使用引起对形、质和环境关系的重新思考。总

括的看，玻璃这种古老的材质一直在跨文化、

跨地理和跨时间的过程中获得技术的发展和

物质的演变。不同历史时期和地点对它的含

义不断地“再建构”，在时空交织之中激发出新

的感知经验。

黄爱伦的《转化的艺术：清代瓷器中窑变

釉的再造》，围绕“窑变”现象和“火气”概念对

瓷的材质性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文章以文献、

实物和技术分析为基础重新检验了窑变的实

践、概念和历史，并围绕清代的钧瓷考察了对

窑变的再造，以及由窑变生成的变化无定的釉

彩对皇室赞助人的意义。整篇文章的核心观

念是“转化”。用作者的话说：“的确，还有什么

方式比将原始、野生状态的泥土资源转化为人

工制造的瓷器能更好地体现变化呢？作为一

种如此精致、光滑、耐用和通用的材质，瓷只能

在作坊中经过一系列转化来制造，而不能在自

然界中寻获。”

最后，巫鸿的《当代中国艺术中的“材质艺

术”》，从一个新的角度回顾了当代中国艺术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的一个重要方面。“材质艺

术”指的是有意以特殊材料创作的大量作品。

这些材料被艺术家选择和采用，赋予能动性，成

为他们长时期内的创作方式，用于绘画、雕塑、

装置、行为等各种艺术门类。如此使用的材料

因此超越了艺术形式的限制，而且在这些形式

之间扮演着“超级介质”（super-agents）的角色。

（本版图文资料由上海书画出版社提供。）

■带有“族徽”的良渚玉
斧，反山大墓出土。

■大汶口文化玉斧。

■《艺术与物性》，巫鸿编著，上海书画出版社2023年5月第1版。

■商代白陶器，华盛顿
弗利尔美术馆藏

■江苏武进寺墩良渚文
化“玉敛葬”。

◀蔡国强，火药爆破行为表
演，卡塞尔文献展，1992


